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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在科技强国建设和国家创新体系中具有重要作用。然而，针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如何

发挥促进技术创新作用，理论研究和实践中评价管理导向均不足。本文设计了分阶段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技术

创新促进机制的分析框架，基于四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典型案例，探讨了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引发的创新市场效

应、创新网络效应、研发条件效应、技术转化效应等，并针对技术转化的四种类型进行了重点分析。在此

基础上提出了政策建议，以推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更好地服务于企业技术创新、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未来

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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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提出，如何将创

新作为提高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已经

成为国家发展的核心问题。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以下简称“设施”）是为探索未知世界、发现自然

规律、实现技术变革提供极限研究手段的大型复

杂科学研究系统，是突破科学前沿、解决经济社会

发展和国家安全重大科技问题的物质技术基础[1]。

凭借科学技术的引领作用，设施带来了世界一流

的研发，促进了更多的技术创新和其他进步，保

持了国家可持续的经济竞争力。近年来，中国的

设施建设已进入快速发展期，正在建设和运营的

设施总数已达到世界前列。从国际经验来看，设

施具有综合效应，其中除了科学效应外，经济社

会效应也很重要 [2 -4]。但是，我国设施的经济社会

效应发挥尚显不足，特别是带动企业技术创新还

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如何依托设施，将先进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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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创

新支撑，需要统筹考虑和政策支持。

本文将重点研究设施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我国

设施建设通常注重科学产出而忽视技术创新效

应，尽管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发展在一定程度

上弥补了政策工具的缺失，但技术创新效应仍有

待进一步发挥。本文试图通过我国典型设施案例

分析，探讨设施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以及应

采取哪些政策来有效促进这些影响，以便为政策

制订提供依据。

1 关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技术创新效应的文

献综述

1.1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技术效应

传统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评价方法在评估社

会和经济发展中的功能方面存在局限性，代表性

研究有“装置计量学”，即考察出版物数量、操作可

靠性 /技术性能和用户对实验时间需求的组合 [ 5 ]。

近年来，一些学者扩展了一些评估措施，不仅仅

是简单的出版物、引用和成本计数，还包括对技

术效应的评价，有助于全面评估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的综合效应 [ 6 , 7 ]。Florio等 [ 8 ]提出了一个概念模

型，该模型基于对成本总量的数量和影子价格的

估计，以及六种主要的经济利益类别（纯发现的

价值、知识产出、技术溢出、人力资本形成、文

化效应和对第三方的服务）。并选取了大型强子

对撞机这一最为典型的大科学设施，分析了从

1993年到2025年计划退役的成本效益，技术溢出

在整体效应中的贡献占39%，而人力资源形成效应

占41%，科学产出仅占2%[9]。而大科学的创新影

响难以有效评价，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技术最著名的

例子是万维网，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在世界范围

内的运作方式[10]。国际上对设施典型的投入产出比

的研究指出，比如用于高能物理研究的大型加速

器类装置，一般公认在大约1∶3左右 [6]。与产业

创新合作还存在不少困难，欧洲调查研究了设施

与产业合作的障碍，包括缺少数据和需求信息

（20.4%）、缺少联系的必要资源（人力、物力、

信 息 和 资 金 ） （ 2 0 . 4 % ） 、 知 识 产 权 纠 纷

（19.4%）、双方时间表差异（9.4%）、行政法律

和资金障碍（6.4%）、双方缺少信任（1.7%）[11]。

Del bo和Florio[12]指出，在考虑基础设施的回报率

时，基础设施经济学的主要问题有其不完善的市

场特点：市场失灵，政治目标和约束、监管和分

配问题影响着投资回报，基础设施投资远离市场

给出的反馈信号。

国内学者从组织管理、创新效应机制、转化路

径、影响因素等角度开展研究。邢超 [ 13 ]提出了利

用大科学工程促进产业链与创新链结合的组织方

式。李平等 [ 14 ]根据科技基础设施的概念，将其技

术创新机制归结为资源配置效应、知识平台效

应、人力资本效应和协同创新效应。设施所在区

域差异对设施的技术创新效应存在影响，科技基

础设施拉动技术创新存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研发投

入水平的“门槛”和“陷阱”，只有跨过“陷阱”，科技

基础设施对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才能得以有效发

挥。尚智丛等 [ 15 ]归纳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开

展社会化合作、承接国际合作研制任务、参股高

新企业等3种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张玲玲等围绕谁

来转化，提出大科学装置的４种产业化模式 [ 16 ]，

以及产业化所需的5个关键因素 [17]。张毅等 [4]提出

了大科学的技术创新范式和演化动力，外部压

力、规模投入、适度聚集、有效组织、基础理论

和技术准备等是大科学的高效创新的主要条件; 大

科学的技术创新存在组合创新、颠覆式创新和需

求拉动创新3种主要范式。

1.2 基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创新政策

面向创新的公共采购（PPI）是一个应对重大

挑战的需求侧的创新政策工具。大科学组织，如

欧洲核子中心、欧洲同步辐射光源、欧洲散裂中

子源、欧洲自由电子激光、劳厄郎之万研究所等

提供了价值百亿欧元的投资，为当前还不存在的

物品（通常是产品或系统）下订单，“物品”必须在

交付之前由供应商研制开发出来 [ 18 ]。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在创建创新网络方面的作用不可忽视。创

新实践和理论都表明，组织间的互动学习对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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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生至关重要。合作是制定有效的创新公共采

购政策的关键决定因素 [ 19 ]。大科学组织在需求拉

动、供给推动双方面发力，形成“政策组合”[20 ]。
这些手段包括为研发提供公共资金、税收激励、

基于需求的远见、制定修改法规和规范、制定标

准或创新券等等。大科学中心是“大科学”组织方式

在地理上的呈现。从大科学中心与不同利益相关

者关系的角度，学者构建了大科学中心-大学-产业

关系框架，关注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

系 [21,22]。Autio等 [23]利用质性研究方法，构建了描

述大科学中心产生产业知识扩散的不同机制框

架。Heinze等 [ 24 ]还构建了科学制度变化的理论框

架，从制度变迁和科学政策管理的角度，来描述

大型科学实验室研究的相关性。Aut io等 [ 2 5 ]从技

术、认知、金融、教育、政治和战略等视角，分

析总结了大科学中心与学术界、产业界和社会开

放合作框架。

在之前的研究中，设施的技术创新拉动效应长

期以来一直被低估。与科学效应相比，设施的技

术效应显得次要。国际上在设施规划阶段就充分

预计全寿命期对创新的拉动，并合理测算公共财

政设施投资投入的技术产出效应，具有完善以设

施带动创新的政策体系。而基于中国发展阶段需

求、对我国对设施创新促进作用机制的相关研究

较为缺乏，以往对设施技术效应研究主要集中在

运行使用阶段，未考虑全寿命周期，也缺少考虑

不同类型设施在科学目标实现和成果转化方式方

面的差别 [ 26 ]，导致发挥我国设施技术创新效应的

价值导向和评价机制导向还不健全。

2 案例选择和分析框架

2.1 选择标准

考虑到不同设施技术效应的差异性，本文综合

考虑了设施功能、所处阶段等因素。（1）从功能

的角度包括专用设施和公用设施。专用设施是为

解决特定学科的主要科学和技术目标而开发的。

这种类型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服务于单一学科。

例子包括大型对撞机、大型天文望远镜、托卡马

克等。公用设施服务于多学科的基础研究、应用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如同步辐射光源、散裂中

子源和强磁场设施。（2）考虑了设施所处阶段。

本文选择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的设施，这样可以

兼顾建设期和运行期。

2.2 案例描述和素材来源

对于每种功能类型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选择

2个典型案例。共选择4个案例，具体包括北京正

负电子对撞机（BEPCII）、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

变实验装置（EAST）、上海光源（SSRF）、稳态

强磁场实验装置（SHMFF）设施。表1列出了这些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案例的基本信息。由于数据获

得存在难度，主要通过设施年报、调研访谈、以

及文献中案例分析的数据素材。

2.3 分析框架

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全寿命周期来看，不同

阶段的管理往往具有较大差异 [ 27 ]，通常分为建设

阶段和运行阶段。

建设阶段，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作为一个大型

的复杂技术投资项目开展管理。建设管理特点包

括，建设目标明确，资金、人员资源调动能力

强。虽然建设技术难度高，技术处在研发阶段，

人员团队也还在探索阶段，但建设投资的公共采

购能够带动供应商创新，也迫切需要供应商结合

技术专长提供解决方案，通过合作研发方式确保

项目按期按质建成，对技术创新带动作用确定且

直接。

运行阶段，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往往纳入研究机

构对科研条件的常规管理范畴。运行经费主要用

来弥补资源消耗和人力成本，虽然技术成熟、技

术人员能力提升，但运行目标以保障机器正常运

转、提供科学服务为主，技术溢出并不是优先的

评价导向。除非管理者积极倡导并分配必要的资

源，否则难以实现促进技术创新的效果。

因此，本文建立建设-运行分阶段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技术创新影响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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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技术创新影响

3.1 建设阶段的创新影响

设施在设计与建造期间是工艺创新、技术创新

最集中的时期 [ 10 ]。在建设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作为任务导向的重大工程项目，设施承担单位需

要在联合研制基础上，向企业采购大量非标的仪

器设备，形成了大规模的创新公共采购，拉动了

参与企业的创新研究。

3.1.1 创新市场效应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公共采

购优势在于金额大、周期长、技术功能明确、提

供技术支持、示范效果好。设施承担单位在申报

设计阶段，已经明确了部件的功能，提供明确的

创新需求，使中小企业确定技术研发方向，并为

企业提供稳定的技术市场预期，使创新型中小企

业充分投入研制开发。

设施提升企业研发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上海光

源建设过程中，一批高技术企业结合自身军工和

型号研制经验，承担了电源、泵等通用部件的研

制工作，通过自主研发和合作研发取得了技术突

破，获得了合同和加速器领域的认可。以电源系

统为例，电源系统是同步辐射光源中的关键子系

统。西安爱科曾承担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加速器电源的中标和样机研制，在加速器电源市

场具有技术积累。在研制过程中，企业与上海应

用物理研究所紧密合作，采用了功率部件串联技

术、多环控制方法、动态功率波动抑制技术，使

部分指标优于国际上其他同类加速器电源。设施

通过合同采购提供创新市场，吸纳国内研发能力

较强的企业共同研制开发关键技术系统，能够有

效带动中小企业聚焦核心技术积累研发能力、提

高研发水平。设施建设还带动了国产替代和产业

技术升级。成都飞机制造厂通过承担北京正负电

子对撞机部件加工任务，机械加工精度和工艺水

平提高了近一个量级。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研

制，推动我国的广播电视用上了国产的微波功率

源 [ 10 ]。创新型企业依据设施需求，实现了新的技

术指标，带动工业制造标准升级。这一过程是通

表 1 典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案例基本情况
Table 1 Basic situation of typical maj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cases

分类 设施名称 建设运行单位 基本情况与支撑学科 运行年份/年 建设地点

专用+公用 北京正负电子

对撞机

(BEPCII)

中国科学院

高能物理

研究所

粲物理能区国际领先的对撞机和高性能的兼用同步辐射装置, 主要

开展粲物理研究, 同时又可作为同步辐射光源提供真空紫外至硬

X射线, 开展凝聚态物理、材料科学、生物和医学、环境科学、

地矿资源、以及微细加工技术方面等交叉学科领域的应用研究,
达到“一机两用”。由注入器(BEL)、输运线、储存环、北京谱仪

(BES)和同步辐射装置(BSRF)等几部分组成

1990 北京

专用 全超导托卡马克

核聚变实验

装置(EAST)

中国科学院

等离子体

物理研

究所

世界首个全超导非圆截面托卡马克装置, 对磁约束核聚变相关的

前沿物理问题开展实验研究和工程验证, 为未来稳态、安全、高

效的聚变堆提供物理和工程技术基础。具有“超高温”“超低温”“超
大电流”“超强磁场”“超高真空”等极限条件。支撑核聚变物理学科

2007 合肥

公用 上海光源(SSRF) 中国科学院

上海应用

物理研

究所

中能第三代同步辐射光源, 可用来从事生命科学、材料科学、环境

科学、信息科学、凝聚态物理、原子分子物理、团簇物理、化学、

医学、药学、地质学等多学科的前沿基础研究, 以及微电子、

医药、石油、化工、生物工程、医疗诊断和微加工等高技术的开

发应用的实验研究。目前共有27条光束线39个实验站开放运行。

不同学科使用机时占比：生命25%, 材料20%, 物理19%, 环境9%

2009 上海

稳态强磁场实验

装置(SHMFF)
中国科学院

合肥物质

科学研究

院强磁场

科学中心

集成了国际领先的强磁场、超高压、极低温综合极端实验条件,
拥有40T级混合磁体一台/套、水冷磁体五台、超导磁体四台/套,
配套的一系列科学实验测试系统以及支撑磁体/实验测试系统运

行的技术装备系统。不同学科使用机时占比：物理29%, 化学

17%, 材料与工程38%, 生物医药16%

2010 合肥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年报(2016—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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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设施建设拉动产业链条中的各环节创新突破来

实现的，设施建设成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动

力。只有在国家的战略需求牵引下，企业才敢于

“贴老本”，承担创新产品而带来的市场风险，因为

这样的市场风险有强大的政府需求在做支撑[13]。

3.1.2 创新网络效应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各种行

业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创造了一种网络效应。设施

是技能和知识形成的“核心”。上海光源建设的供应

商创新网络如图1所示。建设内容包括基本建设、

设备设计和设备制造等，研发合作伙伴也分为建

筑设计施工单位、中国科学院研究所和零部件制

造商。上海光源成为技术创新网络的核心，将从

事通用高性能组件的高科技公司纳入创新合作网

络，通过明确的技术需求和技术积累，提升企业

相关领域的技术水平，同时，提供了网络中更多

的潜在合作方和需求方，与企业合作也形成了进

一步拓展市场的示范效应。

技术创新网络效应是科技创新机构与产业界和

学术界互动、加强科技活动合作的重要机制。在

合作伙伴之间建立了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网络、

共同的价值观和相互信任。在建设阶段，网络是

由合作伙伴之间的契约关系形成的供应商网络，

而设施则是产业部门提供的创新产品和服务的“启
动客户”[2]。通过设施建设，设施所在的研究院所

和企业形成良好的产学研创新互动，这一创新过

程是由科学界和企业界共完成的，形成科学目标

驱动带来的技术拉动，再由企业技术累计推动科

学目标的提升，这种互相成就、相辅相成的关系

是设施创新的特点。

3.2 运行阶段的创新影响

在运行阶段，由于设施需要维护和更新，市场

效应和供应链创新网络仍然存在。企业创新模式

从颠覆性创新转变为渐进式创新。高水平的设施

能够获得升级改造项目，重大的升级改造往往需

要颠覆性创新来支撑。拉动中小企业根据设施维

修、升级改造需求，持续获得市场订单。

3.2.1 研发条件效应 运行阶段的开放使用是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发挥功能的主要方式。不同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的产业用途差异很大，是否提供技术

服务取决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功能类型。公用

设施能够直接将企业作为用户提供机时和数据服

务。企业通过申请在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上开展

实验，如西部超导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维亚

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国家海洋局所属企

业等，支撑了企业技术创新 [ 28 ]。上海光源对生物

制药、化工和新材料等多个产业领域的技术研发

提供了有力支撑 [ 29 ]。依照国际惯例，大型的创新

型企业作为重点用户，往往与公用设施共同建设

终端平台，在企业使用的同时，按照协议，提供

中国科学院
理化技术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
近代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
长春光学精密机械

与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

中国科学院
西安光学精密
机械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
高能物理
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
合肥物质科学

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
沈阳科学仪器
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爱科赛
博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现代建筑
设计（集团）

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
上海应用物理

研究所

北京利方达
真空技术有限

责任公司

上海三井
真空设备
有限公司

上海克林技术
开发有限公司

图 1 上海光源的国内供应商创新网络
Figure 1 Domestic supplier innovation network for Shanghai Synchrotron Radiation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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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开放机时。当前，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产

业服务功能相对较弱。

在提供研发条件的基础上，设施会与企业、科

研院所等进行合作，共同开展研发项目，通过合

作共享资源、技术和知识，实现技术应用和商业

化进程。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SHMFF）与合肥

合源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建立“创新靶向药

物联合实验室”，与和也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建

立“强磁场磁生物学联合实验室”。这种基于国家水

平独有设施的研发合作，超出了一般研究机构与

企业之间的合作。拥有大型设施的费米实验室注

重“向市场转移技术”，关注合作研发协议、战略伙

伴计划，其典型转化案例包括在加速工业规模超

导导线发展方面的先锋作用，使磁共振成像

（MRI）等应用具有商业可行性。

由于规模较小的公司大多不具备与设施合作所

必需的内部科学知识，与设施系统合作具有难

度。政府往往发放创新券，允许中小企业从设施

实验室购买“研究时间”或获得技术咨询服务。由于

在这样的程序中不会发生金融交易，在条款和合

同上花费的时间远远少于传统的用户协议。这种

局部相关创新方式有效降低了中小企业企业创新

成本，促进了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之间的开放

共享和产学研合作。

3.2.2 技术转化效应 利用设施建设所形成的技术

能力，开展科技成果转化。从案例设施可转化的

技术成果来看，除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

置外，授权专利数量不多，在且分析的年份没有

显着增加（表2）。因为技术成果定量评估不是设

施绩效的主要衡量标准，没有得到运行单位和管

理者的重视。全超导托卡马克拥有比其他设施更

多的专利，且在设施年报中公布专利产出情况，

2021年发明专利60项，实用新型18项，软件著作

权24项。这可能是由于它对ITER（国际热核实验

反应堆）项目的深入参与和实物贡献。设施转让

的难点不在于生产出单台套设备产品，而在于找

到合适的具有技术潜力的企业，并将技术转让给

企业并获得市场认可。与传统的技术转移通过技

术许可、技术转让、合作开发等多种形式不同，

设施往往通过合作开发实现，技术许可使用较少。

由于设施的转移项目规模较大，单台设备的成本很

容易达到数百万美元，从技术成熟到批量生产方面

还存在工艺、成本、市场需求等鸿沟。

从供给侧来看（图2），可分为系统级转化和

部件级转化，由于设施具有复杂系统性、技术资

金密集、技术人员依赖性等特点，技术接受者缺

乏吸收、掌握和利用的能力，其转移转化也不同

于一般的许可、授权，整机级的转化难度较大。

部件产业转化是设施技术转化的主要形式。设施

涉及到许多先进的部件级技术，通过技术转移对

各行各业产生影响。这类成果转化较整机转化难

度相对降低，需求面相对更广。材料、设备、检

测和精密制造技术往往用在其他需要极端条件的

行业，如航空航天、核工业、医疗、半导体制

表 2 案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发明专利产出
Table 2 Invention patent output of major research infrastructure

年份

专用设施发明专利产出/件 公用设施发明专利产出/件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II) 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EAST) 上海光源(SSRF) 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SHMFF)

2008 5 16 — —

2009 8 23 — —

2010 7 18 — —

2011 9 17 1 —

2012 15 18 1 3

2013 — 15 5 8

2014 2 26 5 3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年报(2008—2014)。“—”代表无数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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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精密仪器等。设施运行使用往往涉及大量数

据处理和分析，相关数据技术应用到医疗、金

融、环境监测等需要大数据处理的领域。案例设

施全超导托卡马克的超导技术、等离子体控制、

高真空技术等可应用在医疗成像设备、磁共振成

像设备、半导体制造、光学薄膜沉积、电子器件

制造等领域。

从需求侧来看（图2、表3），可分为向产业转

化和向国际转化。由于设施在一国往往具有唯一

性，技术转移的场景只能是国际范围，或者是产

业级应用。因此，技术转移转化往往需要拆解系

统，而整机级转化通常需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机

构自行执行。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相

关的研制单位依托设施建设突破的相关技术，如

超导技术、大功率连续波加热、遥控机器人维修

与材料、大型低温系统、大电源等，承担了国际

热核计划（ITER）的大型工程包。通过参与ITER
计划，我国核聚变在材料科学、超导技术、精密

加工等相关领域的研发能力提升和技术水平进

步，促进相关技术实现产业化。整机的产业转化

较难，往往通过设施整机小型化，用在实验室研

发场景。例如，降低加速器小型化是加速器应用

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随着能量的不断增

加，加速器的尺寸已接近极限，紧凑型科学装置

的研发已成为其技术发展的重点，并取得了许多

进展。

系
统
级

部
件
级

产业化 国际化

实验室用
小型整机

出口关键
技术部件

出口整机

材料、设备、检测
等关键技术在行业

场景中的应用

需求侧

供
给
侧

图 2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技术的转移供给和需求分析
Figure 2 Analysis of the transfer supply and demand for maj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rastructure

表 3 不同转化类型的案例和政策启示
Table 3 Case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of different conversion types

转化类型 转化形式 转化案例 政策启示

部件产业转化 利用设施形成的部件级

高技术成果, 由科研人员

自主进行成果转化, 难度

中等

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的工程师团队集体现金

出资, 成立了中科微力科技有限公司, 主营新

原理压电马达等由团队自主研制的专利产品

鼓励设施独有技术的专利申请, 给予

技术成果转化机构和政策支持, 匹配

转化资金和转化人才资源。形成

技术和产品清单, 通过政府首购和订

购等方式从市场需求角度拉动

部件国际转化 通过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

或工程, 利用国际投标

程序, 对工程技术和管理

水平要求较高

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设施项目团队

依托设施建设突破的超导、低温、电源等

技术, 参与国际热核计划, 承担大型工程包

上海光源项目团队在成功研发自用真空内波荡

器的基础上, 为韩国光源、加拿大光源提供

高水平波荡器产品

成为我国牵头和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

和工程的主要形式, 需要组织、

资金、人才开放流动等政策支持

整机产业转化 以整机小型化、整机功能

转化等方式实现转化

降低设施装置指标水平和规模, 供高校、科研

院所、企业等科研或研发使用

上海光源以加速器技术为核心技术, 针对医疗

需求, 与瑞金医院、上海艾普强例子设备

有限公司联合开发了国产首台质子治疗装

置, 服务精准放射治疗

拓展设施小型化使用场景, 匹配产业

政策支持，降低生物等领域市场

准入难度等

整机国际转化 承担他国同类设施建设

项目总包

上海光源通过建设期系统技术积累 , 以“交
钥匙”项目形式与巴西能源与材料国家研究

中心合作建设了巴西Sirius光源直线加速器

作为我国开展高水平国际合作和科技

外交的重要形式, 纳入统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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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增强的创新网络效应 设施建设期形成的企

业创新网络，在运行期持续发挥作用。除了供应

商企业外，吸引了用户企业，以及用户研究单

位，促进了设施依托单位和企业之间深度合作。

案例设施所在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过程中，

围绕案例设施，形成了创新集群，科学成果的不

断产生，大量的专利、新技术发明和新兴产业出

现，来自世界各地优秀研究人员的聚集，区域经

济受益于创新资源吸引和科技成果转化所带来的

知识和经济增长 [ 3 0 , 3 1 ]。 “社会资本 ”（ s o c i a l
capital）是设施对科学、经济和社会产生影响的一

种重要机制 [2]。“社会资本”是建立正式的和非正式

的社会网络的益处，包括在此基础上共享价值和

双边信任。运行阶段，技术得以持续升级，技术

创新网络效应也持续存在，在建设阶段技术能力

接受过检验的供应商和技术合作伙伴，会持续加

强研发合作。除了强化技术创新网络连接之外，

区域创新网络逐步发展起来。运行组织需要交流

的范围，包括科学家网络、以及非科学家在内的

广泛群体，如商业、政府、公共组织代表等，通

过建立设施的社会资本，实现与利益相关者的知

识共享。

4 结论

通过多案例分析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技术创新

影响，得到以下结论：（1）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在

全寿命周期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不仅限于科技成果转化；建设阶段也有较强的技

术创新促进作用，往往被忽略。可以从建设阶

段、运行阶段来分别制定政策促进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对技术创新的影响。（2）在建设阶段，设施

大规模公共采购会为创新型创业者提供新的市场

机遇，创业者可以借助设施所带来的“启动市场”空

间，开拓新技术和市场领域。通过参与设施建

设，创业者可以获取到最新的科学技术知识和经

验，有助于驱动他们的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

（3）在运行阶段，建成设施在从事支持科学前沿

研究的同时，积累了为中小企业创新提供创新环

境、创新要素、向中小企业转移转让技术的能

力，公用型设施同时还具有为企业提供创新服务

的能力。但能否真正高水平地创造创新环境、转

让技术、为企业创新提供有效的服务，促进信息

交流、合作创新，形成有活力的创新生态圈，还

需要提供政策导向支持。当前还存在设施与企业

创新需求差异大、设施与企业科技基础差异大、

缺少合作的必要资源、存在体制机制限制等问

题。由于设施具有提升企业技术能力的潜力，包

括创新资源聚集、国际视野、实验能力、市场预

期和示范效应，需要一个更有效、更完整的政策

框架来促进这些效应的发挥，包括弥合技术提供

者和接受者双方的需求，改进优化公用型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的开放使用规则，完善设施技术产出

的统计机制和评价机制，优化设施建设运行机构

的组织设置，完善支持企业利用设施开展创新的

政策组合等。

本文还存在一些不足：由于选择已经投入运行

的设施，案例选取侧重于面向前沿科技的设施，

而未能选择更具代表性的产业支撑型设施，如高

效低碳燃气轮机试验设施、未来网络试验设施

等。由于获取数据的限制，未能在统一框架下建

立对比分析。未来对设施技术创新作用机制的研

究，还可以结合投入产出效应测算等定量方法，

随着更多设施投入运行，进一步拓展案例选择，

尝试在统一框架下建立多案例分析框架，结合综

合性科学中心相关主体多渠道获取数据、开展不

同区域和类型设施的对比研究，从而获得更有针

对性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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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Acceler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Major Research
Infrastructure to Promote Enterpris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ased on Staged Multi-Case Studies
Qiao Lili

Center for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Digital Econom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Beijing 100038, China

Abstract: Maj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wer
and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However, regarding how maj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plays a role in promot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evaluation management orientation is insufficient in both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e. This paper
designs a phased analysis framework and puts forward the mechanism of promot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y maj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n maj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in phases of “construction-operation”.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phase, maj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is
managed as a large complex technology investment proje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include clear
construction objectives and strong mobilization ability of capital and personnel resources. Although th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s
difficult, the technology is i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tage, and the personnel team is still in the exploration stage, the public
procure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vestment can drive the innovation of suppliers, and it is also urgent for suppliers to provide
solutions with technical expertise, and ensure that the project is completed on schedule and in good quality through cooperativ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driving rol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determined and direct. In the operation phase, maj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rastructure is often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conventional managemen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conditions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Operation funds are mainly used to make up for resource consumption and labor costs. Although the
technology is mature and the ability of technical personnel is improved, the operation goal is mainly to ensure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the machine and provide scientific services, and technology spillover is not a priority evaluation orientation. Unless managers actively
advocate and allocate the necessary resources, it is difficult to achieve the effect of promot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erms of case selection, first of all, the maj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that has been in operation for a period of time

is selected after considering factors such as facility function, stage, discipline and region, so that the construction period and operation
period can be taken into account, and the maj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 including particle
physics, nuclear physics and multi-disciplinary service facilities are selected.
In terms of data collection, this study uses data materials from facility annual reports, survey interviews, and case studies in

literature.
(1) The impact of maj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on enterpris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whole life cycle is

multifaceted, not limited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The construction stage also has a strong
role in promot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hich is often ignored. The influence of maj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rastructure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n be promoted from the construction stage and the operation stage respectively. (2) In the construction
stage, large-scale public procurement of facilities will provide new market opportunities for innovative entrepreneurs, who can use the
"start-up market" space brought by facilities to develop new technologies and market fields. By participa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acility, entrepreneurs can gain access to the lates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to help drive thei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product development. (3) In the operation stage, while the completed facilities are engaged in supporting
cutting-edge scientific research, they have accumulated the ability to provide innovation environment and creative factors for smes'
innovation and transfer technology to smes, and public facilities also have the ability to provide innovative services for enterprises.
However, whether we can truly create a high-level innovation environment, transfer technology, provide effective services for
enterprise innovation, promote information exchange, cooperation and innovation, and form a dynamic innovation ecosystem, we also
need to provide policy-oriented support.

Keywords: major research infrastructure; enterpris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romotion mechanism; cas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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